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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战国末期的楚国诗人屈原，主要分析后世文人对其历史与

文学形象的接受与诠释。本文旨在梳理屈原由文学至历史形象形成的动因、过程和

结果，以呈现屈原历史形象的变迁。 

通过分析屈原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历史形象和《楚辞》中的文学

形象，本文得出前者之皆出自于后者这一结论，即文学形象是历史形象之素材。司

马迁是首位为屈原作传并建立其历史形象之人，在接受美学的观点中，他是对后世

屈原历史形象接受与诠释具有影响力的“第一读者”。司马迁以屈原的文学形象为

其历史形象之素材，致使历史与文学界限模糊，更导致后世衍生或再造出屈原的其

他历史形象。在新历史主义看来，这种文学影响历史的情况总是不可避免，屈原之

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的灰色地带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接着，本文认为，屈原为人所接受的“爱国诗人”形象，便是在汉至宋这段

时期逐步完成并深入人心的。本文以社会——历史批评法分别分析汉人与宋人对屈

原形象的接受与诠释，探讨文人身处的环境与屈原形象的衍生之间的关系。历史上，

汉人面对的是主流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变化，宋人则面对内部党派之争和外部蛮夷入

侵。这些历史因素使他们将自身的期待置于屈原身上，做出各种解读，有褒（尊屈

派）有贬（批屈派）。总而言之，屈原形象的诠释并非始终如一。“批屈派”在汉

代已然存在，在 20 世纪中日之间甚至曾还盛行“屈原否定论”；与他们相对立的

便是“尊屈派”。无论古今，无论褒贬，他们的论证无不引自《楚辞》，这可说屈

原这位“历史人物”是《楚辞》文本的再创造。由此可见，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灰色

地带是古今学者对屈原历史形象进行衍生与重塑的缘由。因此，本文认为，若将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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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视作历史人物，毫无疑问这位历史人物其实是前代学者以文学形象建构出来的

“箭垛式人物”。 

 

关键词：屈原、汉代、宋代、人物形象、历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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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楚辞》在中国历史中不曾被官方承认过，但是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

学领域中却有一定的影响力。屈原被认为是《楚辞》中大部分作品的作者，因此

《楚辞》的成就便是屈原的成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使屈原的形象更

添了几分生动。汉人对屈原的诠释是褒贬参半的，直到宋代洪兴祖与朱熹的努力下，

尊屈派1才逐渐处于主导地位。二十世纪疑古派兴起，该派学者对中国历史提出了

种种质疑，屈原亦不能幸免，廖平的《楚辞新解》《楚辞讲义》以及胡适的《读楚

辞》都是质疑屈原存在与否的大著。后来，这一说法便成了“屈原否定论”，相关

讨论在中日楚辞学界风靡一时。如今，“屈原否定论”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且就

目前各种文学史课本看来，一般人明显更接受历史上真有“屈原”的存在。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价值 

历史上不乏批屈派的著作，支持屈原否定论者也大有人在，可是屈原的形象

却在许多人心中屹立不倒，个中缘由实在引人好奇。是故，本文便回溯早期文人对

屈原的接受与诠释，意欲寻找屈原深入人心的原因。本文主要围绕古代文人做讨论，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够探讨汉人与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 

再者，尊屈派、批屈派和屈原否定论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因为屈原其

人的不稳定性。根据目前史料记载，与屈原相关的史料便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

贾生列传》（文中简称《屈传》）。《史记》为正史，《屈传》中描述的屈原形象

便是其“历史形象”，但是《屈传》内容素材多出自《楚辞》。《楚辞》属于文学

                                                           
1 王水照于罗敏中的《屈骚与宋代爱国文学》序文中将汉人分成了“尊屈派”（代表为刘安、司马

和王逸）和“批屈派”（代表为扬雄和班固），为后世屈原接受之论战的两大派别（王水照，

20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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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即使作者以第一人称书写，亦不排斥其虚构的可能，因此《楚辞》中展现的

屈原形象便属于“文学形象”。笔者便是基于这种文、史混淆的原因，所以欲深入

探讨文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此外，为了了解屈原形象最初始的情况，本文将屈原

的历史形象与文学形象加以比较，以探讨后世对屈原形象的重构或解构。 

本文的研究价值在于提出了古今楚辞学界在讨论屈原其人时都忽略的一大问

题。汉、宋人以《屈传》为屈原之历史形象，并和司马迁一样，通过《楚辞》一再

地补充屈原历史形象的空白。尽管时代变迁，近代学者提出过各种新论，或肯定或

否定屈原，然而他们都没有察觉到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之间的灰色地带。本文提

出此问题，并尽可能深入探讨，以发现处理屈原其人时的新视角。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二十世纪“屈原否定论”的提出以前，楚辞学界基本没有直接讨论屈原的论

著，多数是诠释《楚辞》时一并提起。日本学者稻烟耕一郎作《屈原否定论系谱》，

比较了几家“屈原否定论”的学说，细数出他们的可取和不足。总而言之，“屈原

否定论”缘起于廖平和胡适，而系统化讨论的是后来的何天行和卫聚贤，以及日本

学者铃木修次、三泽铃尔、岗村繁等人。否定论的批判者中，以郭沫若和黄中模的

论著为代表，前者反驳了廖平和胡适，后者则反驳了何天行和日本学者的“屈原否

定论”论点。这一场论辩将屈原和《楚辞》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无论是否定

论或者是否定论批判者，他们都是以《楚辞》作为他们的论据。可以说，屈原的存

在与否，“成也《楚辞》，败也《楚辞》”。除此之外，这场论战也展现了《屈传》

对于屈原之存在的重要性。廖平与胡适之所以质疑屈原的存在，便是因为他们对

《史记》之真伪与可靠性的质疑。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便一一为廖平和胡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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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指出做反驳，论证《史记》之可靠。从这一场论辩中可以看出屈原、《楚辞》

与《屈传》之间的“铁三角”关系。 

将屈原形象区分成历史与文学两种并非本文首创。雷炳峰的<《史记·屈原列

传》与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中已经有提及，可是雷炳峰并没有明确区分屈原

的历史形象2和文学形象3，也没有论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他有关于历史人物的历

史与文学形象的论文，如席红霞的<刘备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大异其貌之文化成因>

和王改萍的<试析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以《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

描述为视角>，雷炳峰之说与他们比较起来显然有许多模糊不清之处。事实上，模

糊屈原之历史与文学形象的，并不只是雷炳峰，而是大部分且的古今文人。 

汉与宋是古代楚辞学的两个高峰期。楚辞学在这两个时期兴盛的原因，历来

有不少学者发表过意见。傅锡壬的《经典。屈原 楚辞》认为楚辞学在汉代为显学，

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也有谈论到汉代社会政治与楚辞学兴起的关系。赵乖勋

的博士论文《宋代楚辞学》探讨了宋人与屈原、《楚辞》的关系，也提出了宋人与

汉人看待屈原的视角之差异。叶志衡的<宋人对屈原的接受>也论及了宋人所处的社

会历史环境与楚辞学兴盛于宋的关系。其他相关的论著还有许多，难以一一列明。

拜读过这些论著以及汉、宋人的相关著作后，笔者认为汉、宋人所诠释的屈原形象

除了受到客观环境影响外，不排除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诠释或有意而为之。 

 

  

                                                           
2 历史形象：正史中相对全面的历史人物形象。 
3 文学形象：一部文学作品服务而建构出的形象，这一形象可能符合历史形象，也有可能有所偏

颇。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难题 

本文主要运用的理论是接受美学。此理论重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诠释，并

通过对这一方面的探讨展现文学作品的历史意义，而本文欲探讨的正是后世对屈原

与《楚辞》接受，以及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诠释。目前所知，司马迁是第一位为屈原

作传的人，而《屈传》也成为了楚辞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以接受美学的角度看

来，司马迁可视为是屈原的“第一读者”，在他之前或之后都有人对屈原形象做过

诠释，但他对屈原的形象建构却是较为广泛流传且影响后世的（陈文忠，1998：

63）。因此，本文将分析司马迁于《屈传》中对屈原的诠释，以探讨此传被楚辞学

界广泛讨论的原因。 

除此之外，本文也将探讨司马迁以外的汉人以及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与诠

释。这一过程中也会运用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如期待视野、诗（Poetic）、愉悦

（Aisthetic）、净化（Katharsis）等（金元浦，1998：12）。若要论及汉、宋人的

期待视野，笔者需要对这两个时代的文人有所了解，比如他们的身世背景以及当时

的社会情况。因此，本文也会运用到社会—历史批评法来探讨他们诠释屈原的著作。 

再者，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基本混为一谈，这一点以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

看是情有可原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文学、历史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回旋往复的

关系，认为“文学也是一种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a shaping power）”（盛宁，1995：

28）。笔者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上，选择了司马迁的《屈传》为探讨对象之一，

再通过新历史主义视角看待司马迁撰史，讨论影响他撰写《屈传》以及建构屈原历

史形象的客观因素与主观意识。另外，以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说，《楚辞》对屈原

其人的形象建构是有莫大影响的。后世将《楚辞》的部分作品归为屈原之作，而这

些作品皆以第一人称书写，建构出了“屈原”的文学形象。因此，本文便将《史记》



 

 

5 
 

中的屈原历史形象与《楚辞》中的屈原文学形象进行比较，以求方便梳理出后世屈

原形象建构的脉络。 

在探讨屈原历史与文学形象的过程中，笔者面对了一个古今学者都难以处理

的问题。由于屈原之传记便是从《楚辞》这一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古今楚

辞学大家都难以区分屈原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笔者所面对的也是切割屈原历史

与文学形象的问题。除此之外，笔者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自身对汉与宋的历

史不够了解，以致于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补充不足。 

 

第四节 章节结构 

本文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第二部分讨论

屈原的忠君形象、第三部分则讨论屈原的爱国形象。 

第一部分的研究对象为《楚辞》与《屈传》。多数学者会以《楚辞》的内容

去印证《屈传》中的屈原历史形象，似乎这便能够建构出“真正的屈原”，然而笔

者却认为这反而证明屈原历史形象的不稳定。文学允许虚构，历史相对真实。新历

史主义批评认为两者是可以交流的，但也不否认过分的跨界确实带来弊端，即文学

失去艺术美感或历史失去其真实意义。因此，笔者将比较《楚辞》与《屈传》中的

屈原形象，探讨屈原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的异同。通过这一阶段的探讨，可梳理出

后世屈原形象形成的渊源与基础。 

第二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其余汉代文人。楚辞学于汉代可谓显学，汉代主流文

学“赋”便是从楚辞演变成的。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探讨四位诠释过屈原且相对

著名的汉人，即贾谊、扬雄、班固与王逸。此章节主要分析汉人所处的社会与政治

环境，以展现汉人接受与诠释屈原时所带有的期待视野。此外，尊屈派和批屈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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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便有，两派汉人对屈原“忠君”的形象是认可的，只是对屈原因“忠君”而做

出的行为，他们或赞扬或批判。此章便是探讨两派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诠释。 

第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宋代文人。宋代为楚辞学的第二个高峰期，更是楚辞

学的转折期。汉、宋两代因学术思想及历史背景的差异，所以对屈原形象的接受与

诠释有所不同。屈原的“爱国”形象始于南宋，这与南宋文人所面对的国家内忧外

患有关。为了成立屈原“爱国”的正面形象，洪兴祖和朱熹下了不少功夫诠释屈原

形象，此章将会对此做探讨。此外，本文也会分析几位宋代文人以屈原和《楚辞》

为意象的文学作品，用以探讨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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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之建构 

司马迁撰写的《屈传》是目前所知的第一部明确记载屈原其人其事的正史。

虽然在司马迁之前，已有贾谊为屈原作《吊屈原赋》，而班固也指出《屈传》中部

分文字出自刘安《离骚传》，但是贾谊与刘安的影响并不及《屈传》。其中的原因

可推断为，《离骚传》已经亡佚，《吊屈原赋》则为文学作品，所以属于正史的

《屈传》自然成为后世认识屈原最可靠的管道。是以，本文将司马迁为屈原历史形

象的第一诠释者。司马迁是第一位为屈原作传者，定下了《卜居》《渔父》中的

“屈原”就是《楚辞》中大部分作品的作者这一说法，以致于楚辞学研究很难不论

及《屈传》。《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本纪和列传的史料来自于该人物的著作，《屈

传》亦是如此。因此，本文假设《屈传》的编写是受到《楚辞》中所谓的屈原作品

所影响。 

《楚辞》是楚国文学作品集，里头建构出的屈原形象，无论是否出自屈原之

笔，该形象都被视为“文学形象”。然而，这一文学形象却是司马迁建构屈原历史

形象的参考对象，而且这种建构屈原形象的方式还不断地影响着后世屈原和《楚辞》

的研究，令屈原和《楚辞》之关系紧密相连。本章比较司马迁于《屈传》中建构的

屈原历史形象，以及屈原于作品中自叙的文学形象，以理清屈原形象的建构。 

 

第一节 《屈原列传》的屈原历史形象建构 

司马迁建构的屈原历史形象来自于《楚辞》中的屈原文学形象。然而，后世

多以司马迁建构的屈原形象为本，直到清末民初以前并未有引人注目的质疑声浪。

本节将比较屈原的历史形象与《楚辞》中的文学形象之共同之处，以探讨司马迁对

屈原历史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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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迁的叙述中，有不少矛盾以及前言不对后语之处。当然，这可以假设

为司马迁史料来源广泛，并且即便该资料有疑点，司马迁也依然收录于文中，所以

才造成这种矛盾的情况。总结前文提及《屈传》的材料，除了《楚辞》，司马迁也

摘选了刘安《离骚传》的文字，另外还有与《楚世家》和《张仪列传》等文互证的

文字。屈原的形象便是在这些资料的堆砌下建构出来的。根据《屈传》记载，屈原

命运多舛、怀才不遇，但他在逆境中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愿随波逐流，甚至最

后自沉汨罗以死明志。 

《屈传》首先介绍屈原其人，指出屈原本名“屈平”，“原”为其字，这一

点与《离骚》是不同的4。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对此作了解释，

他引朱熹的说法5印证司马迁“屈原者，名平”（摘自司马迁，1982：2481）的说法。

另外，司马迁于文中节录了《渔父》的文字，当中提到屈原官职“三闾大夫6”，

与《屈传》前文“为楚怀王左徒
7”（摘自司马迁，1982：2481）的说法有异。古今

之人对三闾大夫和左徒的官职与职务都有注解，然而并无法印证何人之说法为之准

确。此情形可视为司马迁对屈原之官职亦有犹疑，故而与文中并无对屈原任职三闾

大夫做出反对，并将此资料录入《屈传》供后人参考。此举亦可视为司马迁对《楚

辞》中的屈原文学形象之接受的证明。 

司马迁的《屈传》里有不少赞美屈原之才能、行为与志气等的文字，而这些

文字都可以与《楚辞》中那些被认为是屈原所作的作品进行互证。对屈原在官场上

的才能，司马迁写道：“博闻强识……王甚任之”（摘自司马迁，1982：2481），

                                                           
4 《离骚》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3） 
5 朱熹的《楚辞集解》曰：“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君，调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

字原也。”（摘自朱熹，2016：10） 
6 三闾大夫：王逸注，曰：“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摘自洪兴祖补注，

2007：1） 
7 左徒：张守节正义，曰：“左右拾遗之类”，而钱大昕曰：“楚之贵臣”。（摘自司马迁，

2005：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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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屈原之能力，对内可以治国，对外可以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离骚》的作者

自叙，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

而《怀沙》也写道：“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彩”（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

126）。这两句都是作者对自己能力的自我肯定与赞美。司马迁对屈原才能的描述，

或是受《楚辞》中这些作品的影响。 

对于屈原的为人与品格，司马迁也是高度标榜的，他评价屈原“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还说“其志洁”“其行廉”，还认为屈原的志向是“虽与日月争

光可也”（摘自司马迁，1982：2482）的。《离骚》的作者频频以香草自喻，而

“江蓠”“辟芷”“秋兰”等等的香草在《离骚》中都象征着高洁的品格，这与司

马迁“其志洁”的评价是相符的。“其行廉”司马迁指的是屈原“死而不容”，不

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的态度，这与《离骚》中作者“九死未悔”的态度是一样的8。

“与日月争光”一句也似乎是在与《涉江》的“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摘

自洪兴祖补注，2007：113）呼应，是司马迁对屈原志向的肯定。 

此外，《屈传》中叙述屈原被小人陷害的经过，“怀王是屈原造为宪令……王怒

而疏屈平”（摘自司马迁，1982：2481）。在《离骚》中仅提及作者遭人嫉妒，曰：

“羌内恕己以谅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0）。与此内容最

为相似的是《惜往日》9的文字，只是前者对屈原遭人陷害之事件始末写得较为详

细，而后者则更多是作者叙述自己遭小人陷害的怨愤心情。司马迁还指出，屈原就

是在这一事件后，“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8 《离骚》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2-13） 
9 《惜往日》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昭以昭诗。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

立法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随过失犹弗治。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

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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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司马迁，1982：2482）所以才创作《离骚》以抒发心中之哀怨。司马迁对这

一事件来龙去脉的描写，其文字不只与《惜往日》相似，在《离骚》中也有相似之

处，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0）和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3）等等。根据《屈

传》的记载，屈原遭楚怀王疏远后，仍数次在政事上劝谏楚怀王，一次是劝杀张仪，

一次是劝阻怀王入秦国。之后，屈原不得楚顷襄王的欢心，但他也不屈不挠地对国

君表达忠心。这一点也符合《离骚》中作者以“余故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8）和“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摘自洪兴

祖补注，2007：16）等句所塑造的“博謇”形象。 

在《屈传》中，言及屈原自沉殉志前，司马迁录入了《渔父》和《怀沙》。

这一举动已是最能表现司马迁对《楚辞》中屈原形象的接受，甚至可以当做是司马

迁对与屈原之人格已不能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述，而且认为直接用“屈原之作”来表

现是更为贴切的。在史传与文本互证的情况下，《屈传》的可信度得到提升，以致

于司马迁这位屈原的“第一读者”所诠释的屈原形象不断影响后世。 

 

第二节 《楚辞》的屈原文学形象建构 

《楚辞》中的作品以第一人称书写，因此充满个人意识，字里行间也就形成

了叙述者的形象与内心世界。这一位叙述者并不等同于作者，然而，《屈传》以

《楚辞》史料素材，古人多数也默认了《楚辞》中多数作品出自屈原，因此《楚辞》

中的“余”“吾”“朕”等字就成了作者屈原的自称。尽管如此，他们又不是全盘

接受《楚辞》中的屈原形象。例如，作者一开始就在《离骚》中自叙身世，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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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身世，即“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摘自洪兴祖补注，

2007：2），但是这一条资料并没有被司马迁录入《屈传》中。 

司马迁没有全然使用《楚辞》中与屈原相关的素材，或是因为《楚辞》中的

作品多有作者“自我圣化”的元素。《九歌》是歌颂诸神的祭祀乐歌，其中神明的

出现也常伴随着各种香草和美玉，如兰花、杜若、薜荔等香草以及珵、瑜等美玉。

《离骚》中的“屈原”以香草和美玉自比，并在身上佩戴香草和美玉。由此可见，

在《离骚》这篇近似自传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是不断地将自己神圣化，与世俗

凡人区分开来。此外，根据胡学常的《屈原自我圣化的政治内涵及其悲剧性》，屈

原不仅向往圣主明君，而且常于作品中将自身才学和品格比之尧舜等儒家圣人，颇

有以圣人自许之态（胡学常，1997：66）。屈原作品的这一特色，或是司马迁为屈

原作传时，引用《楚辞》内容有所取舍的原因。他们也应该意识到《楚辞》的内容

有不实之处。在这一节，笔者要探讨的，正是那些没有被当做历史形象来接受，仅

在《楚辞》中表现的屈原文学形象。 

《楚辞》中被认为是屈原所作的作品，有不少内容提及“屈原”问卜的情节，

如《离骚》中替“屈原”占卜的是“灵氛”和“巫咸”，《卜居》中的占卜者则是

“郑詹尹”。通过这一问卜的过程以及“屈原”的措辞用字，我们可以看出“屈原”

正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犹豫着是应该与世俗同流，抑或是坚守自我。与此同时，

“屈原”试图通过问卜求得占卜者的认同。占卜者是能与神沟通的通灵者，其中的

“巫咸”更直接是神明的身份，“屈原”所问其实在他心中已有答案，问卜只是他

想求得神明的认同。问卜的情节在《屈传》中只字未提，这或许与司马迁不赞同汉

武帝迷信鬼神的观点相关。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便讽刺了汉武帝迷信鬼

神之举；而他在《屈传》中对屈原赞扬有加，若提及屈原亦有求神问卜之举，恐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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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误以为他赞同迷信求神之举。由于屈原问卜并未有在《屈传》中出现，是以屈原

的历史形象是坚守自我以及品格高尚，而没有表现出他对自己所坚守之事物感到犹

豫，而且苦苦寻求认同的一面。 

《楚辞》中除了“屈原”问卜的情节，还有“屈原”神游天界与诸神交流的

情节。问卜一事已不被记载，“神游”这类基本可视作虚构的情节更不能收入正史

之中。这便是屈原的文学形象，占卜者是通灵者，《楚辞》中的“屈原”亦然。

《离骚》提到了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雷师、云霓等神明，还提到“屈

原”能驾龙凤飞天，与神交流。“屈原”的文学形象是与世俗凡人有距离，而且还

趋向于神圣的。在《屈传》中，司马迁并不排斥屈原品格高洁以及志向与日月同光

的形象，但是却没有效仿屈原用“飞升”来诠释神圣高洁的形象。 

屈原的文学形象是神圣的，这形象在《离骚》开篇就订立了基调。他自称出

生于吉时，即“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2），

所以父亲赐了他好名字，即名“正则”，字“灵均”。首先，《屈传》中不仅没有

提及屈原出生的时辰，这可视为司马迁对《离骚》中屈原自称的生辰抱持不信任的

态度。再者，《屈传》也没有明确屈原自沉于何时，也就是说，屈原的生卒年是不

可考的。可是，在司马迁之后，那些《楚辞》的注解者以及近代学者皆以此为线索

来推算屈原的生卒年。接着，《屈传》并没有处理屈原于《离骚》中自称名“正

则”，字“灵均”一事。“平”“原”与“正则”“灵均”之间的关系，是宋人朱

熹注解《离骚》时才将它们联系起来，朱熹于《楚辞集注》中指出“正，平也。则，

法也。灵，神也。君，调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

为美称耳”（摘自朱熹，2016：10）。朱熹的注解无疑合理化了《离骚》与《屈传》

所述之人名字不同的现象，而且这一注解也提到了“正则”“灵均”为“美称”，

可见《离骚》中对主人公的美化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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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屈原”的神圣形象是选择性接受的。他收录《渔父》于《屈传》

之举，其实可以看出他其实是认可屈原与众不同的高洁品格的。《渔父》中“屈原”

与“渔父”的对话，表现的就是一正一反的对比，前者是出世的，坚守自身原则的，

而后者是入世的，随波逐流。文中“屈原”道出的“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

醒”和“ 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158-159）等句

也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以呈现屈原与众不同的高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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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衍生 

比对过《楚辞》与《屈传》中的屈原形象后，本文可以确定屈原之历史与文

学形象是有重叠之处的。此外，本文也发现司马迁并没有完全采用的屈原文学形象，

但这并不妨碍屈原文学形象的流传。在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以前，刘安和贾谊等西汉

文人已开始与楚辞学相关的活动，如“汉赋”便是由楚辞体演变而来。傅锡壬

（2012）指出，楚辞学的盛行是因为汉代统治阶级的推崇，使楚辞学成了汉代的显

学（傅锡壬编著，2012：63）。由此可见，《楚辞》在汉代是广为流传的，汉人对

屈原的文学形象也是深刻了解的。 

汉人作为屈原形象的第一接受者，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诠释是深深影响着后世

的。《屈传》中指屈原“正道直行，歇忠尽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摘自司马

迁，1982：2428），这两句确立了屈原“忠君”的形象。汉人对屈原的“忠君”基

本是接受的，只是他们对屈原“忠君”的所作所为却是褒贬不一。汉人对屈原的诠

释，可以分为“尊屈”和“批屈”两派，而多数批屈派都是“褒中带贬”的，如贾

谊和扬雄便是如此。 

汉人对屈原的诠释之所以分成两派，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思想有关。

本文此章节便是要梳理出汉人对屈原的接受与诠释，探讨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

的衍生说法，以了解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在汉代的发展。 

 

第一节 汉人对屈原“忠君”形象的矛盾态度 

汉代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为楚人，这一层关系使汉代统治者对《楚辞》有着

别样情感。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出汉代的文化与楚国相似，《史记·孝武帝本纪》和

《史记·封禅书》都记载了汉武帝迷信鬼神，将楚地最高神明“东皇太一”奉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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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最高神明之事（司马迁，1982：456）。文学上，汉高祖的《大风歌》和汉武帝

的《秋风歌》也是具有楚地歌谣特色的作品。除此之外，《史记·项羽本纪》中也

有提及，楚地一直流传着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摘自司马迁，1982：300）

的谶言。秦汉之际，反秦起义军中的几位领袖如刘邦、项羽、陈涉、韩信、萧何、

范增等皆为楚人，间接应验了楚南公的预言。汉人身处于这种历史与文化的环境，

楚辞学作为楚文化而被重视情有可原。 

除此之外，由于楚汉之争刚刚结束，高祖听从相国萧何的建议以黄老学说治

国。《史记·曹相国世家》亦有记载，惠帝时继任相国的曹参是延续萧何黄老之治

的（司马迁著，2004：3063）。黄老学说在汉初可说是由上而下影响着汉人的思维，

然而此道后来却引起了政治与社会问题，因此到了汉武帝之时汉人便经历了一场思

想的改革，从道家主流转为儒家主流。汉代是一个从百家争鸣转向以儒家学说为主

导的时期，也是从封建政治转入中央集权政治的时期。这种思想与文化的过渡，影

响了汉人待物的视野。汉人发表过不少与屈原相关的言论，而这些言论都受到当时

的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影响。 

《汉书》记载，汉初孝文帝时期，贾谊已经提出改革建议10。由于其建议危及

朝中老臣的利益，因而遭谗言所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班固，2002：2222）。贾

谊作《吊屈原赋》，开篇写道“竢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

先生” （摘自贾谊著，1996：410），明确指出其写作目的。尔后，贾谊写道“呜

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

离此咎兮。”（摘自贾谊著，1996：410），指出屈原生不逢时，并且仿佛身临其境

                                                           
10《汉书·贾谊传》：“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

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黃，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摘自班固撰，2002：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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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描绘出屈原身处于一个何等恶劣的环境。贾谊有此描述是因为他自身遭遇与屈原

相似，他借屈原以喻己，他为屈原惋惜实则是对自身遭遇的不忿。 

此外，在《吊屈原赋》中，“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历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怀此都也？”（摘自贾谊著，1996：412）这段话借了《离骚》的乱辞：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1），可是两者却表达了不同的意义。《离骚》的乱辞，

最后是随“彭咸”而去，即与彭咸一样选择自沉；贾谊的这段话却表现了他对屈原

以死明志的不认同。《吊屈原赋》中的“固自引而远去”“沕深潜以自珍”和“远浊

世而自藏”（摘自贾谊著，1996：412）明确表达了贾谊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因

此“何必怀此都也”在贾谊的文中表达的是屈原应该另择明主，而非自沉。贾谊的

观点与汉初的思想风气有关。汉初文人带有战国时期“良禽择木”的士人之风，汉

初主流的黄老思想亦倡导远离祸端，即便是贾谊推崇的儒家思想亦有“穷则独善其

身”（史次耘注译，1984：342）的处世态度。在这种风气之下，尽管贾谊对屈原

的遭遇有共鸣，却依旧无法理解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

12）的心情。总而言之，贾谊对屈原的看法是矛盾的，即为一位贤能忠臣身陨而惋

惜，却又不认同这位忠臣“自湛汨罗”的举动。 

除了贾谊，另一位对屈原亦褒亦贬的汉人，便是身处西汉末年的扬雄。西汉

中期，汉武帝施行政治改革，推崇儒家思想，立五经博士，汉人也因此逐渐从崇尚

黄老学说转向推崇儒家学说。然而，黄老思想依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人的思维，

因而汉人的思想出现了“儒道相融”的情况。边家珍（2002）整理了扬雄论著中的

思想，指出扬雄早期虽崇尚道家，但在其著作《法言》中却可见其推崇孔子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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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以孔子传人自居，贯通各家学说并融入儒家，使儒家学说更为丰满（边家珍，

2002：60）。扬雄对屈原的接受与诠释便展现了这种杂糅的思想背景。 

扬雄的《自序传》中提到《反离骚》的创作动机，他写道：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

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摘自张溥，1979：353） 

文中“何必湛身哉”（摘自张溥，1979：353）一句已然表明扬雄不认同屈原自沉之

举。然而，扬雄又写“怪屈原文过相如……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摘自张溥，

1979：353），这段文字明显表达了扬雄实则对屈原文字感同身受。扬雄的情况与

贾谊对屈原的接受是相似的，即赞叹屈原之文采，也同情屈原，却又不认可其自沉

之举。 

西汉末年，中央集权制已然完备，社会与政治走向了“君权至上”。在这种

价值观驱使下，扬雄认为臣子应安分守己，审时度势以保全自己方为君臣相处之道

（王凯波，2014：85）。这显然是儒家“君君臣臣”以及道家“全身远害”思想的

融合。扬雄的处世之道使他对屈原自沉不解，因而在《反离骚》中不断地反问屈原，

道： 

“横江湘以南𣶂兮，云走乎彼苍吾。驰江潭之汎溢兮，将折衷虖重华……

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於西山…… 违灵氛

而不从兮，反湛身於江皋。”（摘自扬雄著，1993：165-168） 

扬雄在这段文字中质问屈原的言行不一，“言”即是指屈原在《离骚》提出的种种

向往，“行”即是其“湛身”汨罗。他指出，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对苍梧与重

华的向往，又曾经占卜问事，可是到最后屈原依然选择自沉江底。《反离骚》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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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为例，道：“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於旧都兮，何必湘渊与

涛濑”（摘自扬雄著，1993：165-168）。扬雄于此表达的是屈原并非走投无路的，

只是屈原不愿意走罢了。《反离骚》处处与屈原的《离骚》作对，最后却以孔子作

为屈原可以效仿的对象，可见扬雄对屈原之才能的认可，以及对屈原怀才不遇的惋

惜。 

综上所述，贾谊与扬雄对屈原的接受与诠释是褒贬参半的。他们所认识的屈

原显然是“忠君”的，也认可屈原的才能。只是，他们并不苟同屈原为了维护志向

与品格而自沉，这一观点自然与汉代的政治思想有关。此外，贾谊与扬雄在作品中

多引《离骚》之文字，扬雄之作甚至命名“反离骚”，两人此举已然展现汉人对屈

原文学形象的接受。若是贾谊尚可说是《屈传》仍未出世而情有可原，扬雄则显然

是在《屈传》出世后，仍将历史与文学形象混为一谈的表现。 

 

第二节 汉代尊屈派与批屈派的“忠君观” 

根据《汉代思想史》的叙述，汉初“清静无为”的治国政策在后来引发了不

少弊端，贾谊为此提出了“礼治”政策。尽管当时不被汉文帝采纳，但是汉武帝时

期，董仲舒却顺利地继续了这一系列改革。董仲舒确立三纲五常和严格的阶级制度，

更将忠与孝联系在一起，并推为至尊至圣的品德（金春峰，1987：191-194）。这

一系列的思想工作，无疑改变了汉人的处世态度。 

再者，中央集权制在汉代一步步稳固，君主的权威也随之渐渐走向一个“君

权至上”的极端，从贾谊和扬雄“劝说”屈原的所言便可看到这一变化。身处汉初

的贾谊认为屈原应该离开楚国，另寻明主；而身处西汉末年的扬雄则将屈原的遭遇

视为“命”，以宿命之说劝解屈原认命并审时度势。前者展现的是身为人臣若要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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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则忠心于明主；后者则是因为君主专制后，臣子身不由己的状态下，生发出来

的处世态度。 

无论如何，屈原忠君的形象深入人心，只是汉代文人因为思想变化而对屈原

之“忠君”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这一点通过东汉时期的班固和王逸之论说便可窥

探一二。班固与王逸分别为批屈派和尊屈派代表人物，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诠释明显

渗入了儒家思想中，然而他们对屈原最后选择自戕却持有一贬一褒的观点。 

班固曾作《离骚赞序》和《离骚解序》，但是班固在这两篇文章中却表现了

两种不同且矛盾的态度。《离骚赞序》曰：“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

忠诚之情，怀不能己。”（转引自汪瑗撰，1996：10）又曰：“在野又作《九章》赋

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

传于后。”（转引自汪瑗撰，1996：10）显然《离骚赞序》中，班固是认同并推崇

屈原是忠君且品格高洁之人。然而，于《离骚解序》中，班固却提出了不一样的看

法。他依然赞许屈原之文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 （转引自

汪瑗撰，1996：9），但对屈原之为人却批评道：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馋贼。……愤怼不容，

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

光，过矣。”（转引自汪瑗撰，1996：9） 

这段文字已明确了班固“露才扬己”和“沉江而死”的批判。对班固而言，屈原的

行为过于偏激，而且不符合儒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11”（转引自汪瑗撰，1996：

9）的诗教。因此，班固认为前人（刘安与司马迁）指屈原之志可“与日月争光”属

言过其实。 

                                                           
11 班固引自《诗经·大雅·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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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于《离骚解序》中并没有否认屈原所作所为出于“忠君”之心，他只是

不满于屈原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班固的观点与他身处的时代有关。王凯波

（2014）指出，班固所处的时代对于“忠君”的理解已经走向绝对，君权被视作神

圣不可侵犯的存在。《离骚解序》指出屈原为官时“竞乎危国群小之间”，又“责

数怀王，怨恶椒兰”（转引自汪瑗撰，1996：9）这些在班固看来都是不可取的，因

为在他身处的时代，君臣之间另有一番相处之道，臣子的职责主要在于维护君权

（王凯波，2014：86）。 

王逸属于尊屈派代表人物，与班固之立场对立。他于《楚辞章句》序《离骚》

指屈原此作“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2），显然认为

屈原是一位君子都“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的人物。王逸身处

于时局动荡的东汉中期，班固的君臣之道已不合时宜，反而是屈原“以忠正为高，

以伏节为贤”的“人臣之义”（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2）更受推崇。在王逸看

来，国家局面不稳定，文人应该效仿屈原“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摘自洪兴祖

补注，2007：42），勇于担负责任，而非全身避祸。王逸于《离骚后叙》为自己的

论点提出了论据，指出屈原作《离骚》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摘自洪兴祖补

注，2007：42），就如同孔子“定经术，删诗书”（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1）。

王逸将《离骚》与儒家《五经》作比较，将屈原这位《离骚》的作者建构成了“名

垂罔极，永不刊灭”的“名儒博达之士”（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3）。 

王逸于《离骚序》简介了屈原的生平，文中多沿用刘安与司马迁之说。此举

可见其对屈原历史形象之接受。尔后，王逸对《离骚》的注解又多处提及屈原之身

世，展现了王逸将屈原在《离骚》中的文学形象等同于历史形象的现象。《离骚后

叙》以孔子、诗教与《五经》肯定《离骚》之价值，继而对班固的批判进行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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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屈原的形象提升为儒家圣贤君子。王逸无疑是将屈原的文学形象视作历史形象的，

他模糊了两者的界限，并为屈原的形象增添了几笔儒家色彩。 

综上所述，在汉代统治者的推动下，楚辞学兴盛于汉；而汉武帝之后，儒家

大兴，中央集权制越趋成熟稳固。汉人一方面推崇屈原之文采与品格，一方面又受

儒家思想左右，这使他们对屈原的诠释出现了矛盾。除此之外，汉代局势变迁，客

观环境亦影响了汉人对屈原的诠释，令屈原形象变得多样。在汉代，屈原时而是怀

才不遇的失意文人，时而是以身殉志的烈士，时而是行为张扬的朝臣，时而又成了

伏节死义的君子。这种种的形象并没有哪一种成为主流，直到宋人对屈原形象的

“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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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宋人对屈原“爱国”形象的重塑 

宋代是汉代以后对楚辞学的另一个高峰时期。从汉代至宋代这一千多年间，

楚辞学界未有新纶，文人对屈原形象的诠释皆与汉代相差无几，在褒贬之间摇摆不

定。直到宋代，尤其南宋以后，先是洪兴祖著《楚辞补注》，再是朱熹著《楚辞集

注》，这两部注释本是宋代屈原形象重塑的关键，更是后世楚辞学界不可或缺的参

考文献。 

北宋中期，文人之间分别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首，分成了保守派和改革派，

为制度革新之事闹得不可开交，不少文人因此遭遇贬谪，仕途坎坷。《宋史》记载，

钦宗靖康年间，金人入侵，开封沦陷，徽、钦二宗被掳，康王（宋高宗）即位于南

京，偏安一隅（脱脱等撰，2004：436）。经历这场“靖康之变”，文人便分成了

“主战”和“主和”两派。前者主张北伐，打着“还我两宫，复我疆土”的口号；

后者则主张与外族议和，维持现状。北宋与南宋的党派之争，致使一批文人怀才不

遇，南宋文人更因为“国耻”而激起了“爱国”思想。 

由于国家的内忧外患，宋人在屈原身上找到了共鸣。北宋时期，怀才不遇的

文人借屈原以抒情，这与贾谊作《吊屈原赋》的情况相似。南宋时期，文人除了怀

才不遇，更多是报国的志向与热血无处抒发。屈原的自沉在他们眼中是以身殉国，

与国家共存亡。这形象无形中鼓励着这批报国无门的文人。  

本文在这一章节将探讨屈原“爱国”形象的形成。本文将先通过宋代文学作

品来探析屈原对宋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接着，本文将通过洪兴祖与朱熹的论著，探

讨屈原“爱国”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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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屈原作为宋代文学中的“爱国”意象 

汉人可谓为屈原形象的第一接受者，宋人对屈原形象的接受继承自汉人在所

难免。赵乖勋的《宋代楚辞学》论文中提出，汉人与宋人看待屈原时的关注点是不

同的，前者看的是个人遭遇，后者则是关注国家利益（赵乖勋，2011：129）。这

一点并不完全贴切，北宋文人其实更趋向汉代尊屈派的主张，只是朝堂上的遭遇使

他们逐渐对屈原形象有了新的诠释，才有了站在国家利益视角看待屈原的南宋文人。 

北宋大家苏轼曾作《屈原庙赋》和《屈原塔》。在《屈原庙赋》中，苏轼表

现了对屈原之死的悲伤，但是他并不像贾谊和扬雄那样亦褒亦贬，而是直接表达出

对屈原“违国去俗死而不顾”（摘自苏轼撰，2004：2）的推崇。文中苏轼明确表达

自己对批屈派言论的不忿，更指责扬雄会有“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的

论点是因为扬雄并不理解屈原之“高节”（摘自苏轼撰，2004：2）。此外，苏轼

认为“君子之道”和“全身远害”（摘自苏轼撰，2004：2）并非必然，更指出屈原

虽然偏离中庸，却不失为一名贤者。 

苏轼的《屈原塔》同样是悲屈原之死。《屈原塔》开头“楚人悲屈原，千载意

未歇。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摘自苏轼撰，1999：22），是指楚国父老为屈原

之死悲伤了千年仍未能停止；结尾处则是为屈原“持死节”是因为理解“名声实无

穷，富贵亦暂热”（摘自苏轼撰，1999：22）的道理。《屈原庙赋》篇幅较长，苏

轼亦未能融入理论，《屈原塔》作为字数更少的诗，苏轼更难以寥寥数字为屈原辩

驳。然而，苏轼这两部作品已可见其对汉代尊屈派论说的继承。在这两部作品中，

苏轼接受的屈原形象，更多是实现了自我价值的。 

靖康之变后，宋人背负起捍卫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由于主和派当权，主战派

接连遭遇贬谪，报国无门。但他们并不愿卸下责任，而是借文学以抒发激情与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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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文人发现了屈原与他们的共同之处，不仅不认为屈原的种种行为有违儒家中庸

之道，还标榜屈原为爱国烈士。因此，屈原和《楚辞》等此俨然成了宋代文学作品

中表达爱国之情的意象。 

陆游为南宋主战派大将，与主和派发生冲突而遭弹劾罢官。南宋主战派始终

式微，陆游空有满腔抱负，唯抒以诗词。在陆游的诗词中，我们也能找到屈原的

“身影”。在《哀郢二首·其一》这首怀古诗中，陆游先写楚国曾经“北盟齐晋势

争强”，以楚国强盛之景对比其衰亡后“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转引

自严修著，1996：82）的苍凉。陆游以楚国之兴盛与衰亡的对比来表达“灵均恨”。

所谓“灵均恨”即是屈原爱国却无力挽回楚国灭亡的局面之愤恨与悲痛。诗末“离

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转引自严修著，1996：82）则表达了作者对“灵

均恨”之共鸣，反映了作者将自身爱国之情寄托于屈原身上，并借着咏史怀古诗抒

发出来。 

此外，陆游在《屈平庙》中写道“恨公无寿如金石，不见秦婴系颈时”（转引自

严修著，1996：148），此段不仅是惋惜屈原没能看见灭楚的秦政灭亡，更是感慨

南宋收复中原遥遥无期。在《白鹤馆夜坐》中的“屈宋死千载，谁能起九原”，同样

是陆游借屈原以抒发对南宋无能人抗敌的悲愤。除了这几首诗，陆游也在《沙市阻

风》和《楚城》等诗作中表达对屈原其人的怀念。在陆游的几首诗作中，不难看出

其对复国的渴望。可惜现实并不如意，因此他只能借着咏怀古人抒发志向，而屈原

便是他依托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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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亦是主战派文人。他中年时遭弹劾罢官，长达二十年闲居在乡。辛弃疾

亦未曾放弃复国志向，他在《水调歌头·赋松菊堂》12《满江红·山居即事》13和《踏

莎行·赋木樨》14三阕词中描绘了一幅闲暇读《离骚》的情景，实则展现了闲居的

他，其实和被流放的屈原那样无时无刻、心心念念的都是国家。此外，《喜迁

莺·谢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这阕词也表现了辛弃疾对屈原的赞美。

这阕词为咏荷花之词作，词的下阕则将屈原与荷花相提并论，“千古离骚文字，芳

至今犹未歇”（摘自辛弃疾著，2007：71）两句指出屈原世人皆知的“内美”与

“修能”（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之形象。 

从北宋至南宋，屈原在宋人眼中的形象以及意义起了微妙的变化。“忠君爱

国”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更成为了诗词中的典故。自汉代以来，屈原一直是怀才

不遇的文人士子依托的对象。贾谊和扬雄虽然对屈原的自戕并不赞同，却也不免借

屈原来浇自己块垒。宋人除了借屈原抒发怀才不遇的哀怨之外，更借屈原于文学作

品中发泄压抑于心中的报国热血。 

 

第二节 宋儒对屈原“爱国之诚”的诠释 

在《关于屈原“爱国主义”问题的重新探讨——屈原“爱国主义”世人质疑》

文中，刘毓庆指出，由于郭沫若和游国恩等人的倡导，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的

形象基本已被学术界所认可（刘毓庆，1988：62）。屈原的“爱国”形象实为南宋

之时，尊屈派文人洪兴祖和朱熹所确立。他们将儒家思想融入屈原的形象，并针对

                                                           
12 《水调歌头·赋松菊堂》：“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杖屦晓霜浓。”（摘自辛弃疾

著，2007：41） 
13 《满江红·山居即事》：“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摘自辛弃疾著，2007：

56） 
14 《踏莎行·赋木樨》：“未堪收拾付熏炉，窗前且把《离骚》读。”（摘自辛弃疾著，200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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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屈派的论点一一进行反驳与批判。通过探讨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爱国文人诗词，

显然屈原之“爱国”形象塑造得很成功，而且显然尊屈派在后来已成为主流。 

南宋是一个看似安宁实则腹背受敌，国家局势很不稳定的时期。宋人对外有

外族虎视眈眈，内部又有激烈的党派之争。此情此景与屈原身处的环境极为相似，

激发了宋人与屈原之间的共鸣，也是洪兴祖与朱熹投身楚辞学的原因。洪兴祖注解

王逸的《离骚后续》，曰屈原有“爱君之诚”（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而

朱熹的自序中则指屈原是“忠君、爱国之诚心”（摘自朱熹撰，2016：4），两人论

说中的“诚”字正是南宋文人对屈原形象重塑的一大特征。 

洪兴祖对屈原的接受来自于王逸，其《楚辞补注》是在《楚辞章句》的基础

上完成的。在汉代，无论尊屈派或批屈派，汉人对屈原的理解一直都建立在个人价

值的实现上，如尊屈派赞扬屈原个人之品德，而批屈派指责屈原未有考虑身处朝堂

的利弊得失，损害自身利益。王逸之说是对批屈派的反驳，但是却没有跳脱出批屈

派的框架，有被批屈派牵着走的意味。批屈派指屈原行为偏激，王逸便说屈原这番

“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方为“人臣之义”（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2）。王

逸的说法反驳了批屈派对屈原的指责，并认可屈原已尽到其身为臣子应尽的责任。 

洪兴祖在王逸论说基础上的突破，是其指出屈原忠君源于自身“与楚同姓” 

（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的缘故。根据洪兴祖的诠释，屈原在楚国不被重用

却依旧不愿意离开另寻明主，是因为楚国和楚王对他而言不仅是一个邦国或一个国

君。屈原“与楚同姓”（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楚国是他的“家”，楚国

上下都是他的“家人”。若他选择离去，便是背离家族，在情在理屈原都不可能离

开另侍他主。职是之故，屈原只能留在楚国，并在楚国国势踏入无可挽回的地步时，

选择自沉，与楚国共存亡，“尽其爱君之诚耳”（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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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兴祖之说不禁认同王逸所谓的屈原尽了“臣子之义”（摘自洪兴祖补注，2007：

44），而且提出屈原不得不选择自戕的理由，建构出一名将国家利益看得比自己得

失更重要的形象，使屈原与国家共存亡的忠臣形象更为合理。 

事实上，洪兴祖所指的“爱君之诚”来自于屈原“与楚同姓”（摘自洪兴祖补

注，2007：44），这里头已隐约透露出“爱国”的意味。可是真正且明确指出屈原

爱国的，还要等到朱熹的《楚辞集注》。此外，在朱熹的解读下，屈原不只是忠于

楚王，而是发自肺腑的爱着楚国和楚国人民，达到“缱绻恻怛，不能自己”的地步，

而且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摘自朱熹撰，2016：4）已然超越对自身利益的

考虑与担忧。显然，朱熹的诠释比之洪兴祖手段更高明一些。洪兴祖笔下的屈原，

其所作所为皆出于“与楚同姓”这一原因所驱动，而朱熹则直接将屈原解释成一位

对国家之兴亡怀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感的文人。 

朱熹在自序中为屈原志行“过于中庸”以及辞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且

“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辩驳（摘自朱熹撰，2016：4）。朱熹指出屈原这番

方为合乎“天性民彝之善”（摘自朱熹撰，2016：4），是因为屈原身处的环境和所

遭遇的不幸，所以才会有这番作为。言下之意，屈原那些被批屈派诟病的行为其实

并非其为人张扬或是不明智，而是现实与其志向相悖，时势所迫之下才会有这些行

为。在针对扬雄的《反离骚》所写的后序中，朱熹对屈原“过于中庸”（摘自朱熹

撰，2016：4）的行为追根究底，指出“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摘自朱熹撰，

2016：218），并以孔子“观过，斯知仁矣”（摘自毛子永注译，1984：47）这一论

点包容屈原之“过”，直接点出屈原是合乎儒家之“仁”的。 

朱熹的《楚辞集注》继承了尊屈派对批屈派论点的反驳，并且加入宋代理学

的理论作为论据，将司马迁、王逸和洪兴祖等人的论点加以完善，建构并巩固了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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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忠君爱国的形象。此外，朱熹之论说也使屈原为国家“虽九死其犹未悔”（摘自

洪兴祖补注，2007：12）的形象不再是偏激之举，而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摘

自司马迁，1982：2482）的崇高志向。 

在尊屈派文人的努力下，再加上失意文人与屈原之间的共鸣与共情，屈原之

形象在宋代渐渐转变。在南宋民族矛盾的刺激下，文人激起了爱国情绪和对民族责

任，他们在屈原身上找到共同点，甚至是共鸣点，促使屈原成为了报国无门的文人

心中的寄托。苏轼、陆游和辛弃疾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屈原为“爱国”的意象。由于

这是在文学作品中的诠释，我们并不能苛刻限制他们对屈原形象的衍生。然而，洪

兴祖与朱熹是在《楚辞》的注解中诠释屈原的形象，在他们而言，屈原等同于《楚

辞》中诸多作品的作者，他们书写的便是作者之生平事迹。因此，将他们笔下的屈

原形象视为历史形象属理所应当。洪兴祖与朱熹的诠释虽然在儒家思想上走出了汉

人走不出的束缚，但是在屈原形象的接受与诠释上，却还是停留在司马迁撰写《屈

传》的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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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 论 

为了了解屈原形象，本文将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象做了比较。事实上，将历

史人物的形象分成历史与文学两种并不罕见。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都因为文

学作品的再创造，因而产生了与历史形象有差异的文学形象。可是，屈原的情况却

与其他历史人物有一关键性差别：一般历史人物是先有史书的历史形象为原型，再

由作者以作品之需求而衍生或改造，例如《三国演义》的原型是《三国志》，前者

是元末明初之作，而后者是晋代史书；此外，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其故事

原型为武王伐纣，同样也是历史事实，人物多数是史书上有迹可循之人。相较之下，

屈原的则反过来。 

《楚辞》中明确提到“屈原”的是《卜居》和《渔父》，然而这两篇的叙述

角度明显与其他“屈原作品”不同，它们是以第三人称书写，而且体裁更近似汉代

的赋。司马迁撰写《屈传》前，除了这两篇作品便再没有提及屈原这人的文献了，

而《卜居》和《渔父》显然是文学作品而非历史文献。由此可见，屈原最原始的形

象显然是《楚辞》中的文学形象。除了《卜居》和《渔父》，其余作品如《离骚》

《天问》《九章》等，因为被认为是屈原之作，而且这些作品又以第一人称书写，

因此后世多以它们为屈原形象之参考。这一点无论是批屈派或是尊屈派都不可避免。 

司马迁对屈原的形象接受来自于其在《楚辞》的文学形象，经过精挑细选后

再配合楚国史实，继而建构出《屈传》中的历史形象。故，《屈传》表现的历史形

象基本与《楚辞》的屈原文学形象重叠。司马迁是第一位诠释屈原历史形象之人，

他建立屈原历史形象时的方法无疑影响了后世如何看待屈原之历史形象。新历史主

义批判说历史也可以像文学那般具有想象与虚构。司马迁之《屈传》无疑是针对屈

原不完整的历史形象进行文学的想象后建立的，而他想象的参照物则是《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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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传》中的屈原历史形象是从《楚辞》中的文学形象筛选出来的，这一点

表现了屈原文学形象实则更多元。后世文人因为受《屈传》的影响，模糊了历史与

文学形象之间的界限，因此他们对屈原形象的接受是同时来自于《楚辞》和《屈

传》。《楚辞》中没有被选入《屈传》作为历史形象的部分，便成为文人衍生、发

展甚至重塑屈原历史形象的空间。这种情况导致本就纵横交错的屈原历史与文学形

象更加混淆不清。 

《楚辞》中含有屈原文学形象的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叙事抒情，并运用比兴

手法建构出的自我如香草又如美玉的崇高形象，其中美化成分显而易见。然而，尊

屈派和批屈派文人都将之直接视为作者的自我表现。属于尊屈派的司马迁虽未在

《屈传》中提及屈原在作品中自我赞美一事，但是文中对屈原的赞美多与《楚辞》

中的文字相似，从这一点看来，司马迁似乎并不排斥这“自卖自夸”之举。批屈派

班固却对此做出明确的批判，甚至对《屈传》指屈原之志向“可与日月争光”这一

评价言过其实。南宋的洪兴祖和朱熹序《离骚》都是沿用刘安与司马迁的话语，并

且他们都反对屈原“露才扬己”。他们除了将屈原自我赞美之举合理化，也将屈原

推为“爱国诗人”，使《楚辞》中的文辞不再是美化，而是屈原真是“人如其文”。 

除此之外，《楚辞》建构的屈原文学形象是能遨游天界的通灵者，此举虽然

可能只是一种文学笔法，却也使屈原形象“圣化”了。《屈传》对此并不作记载，

而后世尊屈派文人中，朱熹也指这是屈原情不自禁的文学笔法；批屈派则认为屈原

写下“虚无之语”，因而批判其“非法度指正”。无论如何，两派文人不信屈原能

够通灵，但还是会因此而影响他们对屈原的看法。有趣的是，近代楚辞学研究中，

有学者却以《楚辞》中的占卜以及神游天界情节为线索，认为屈原在楚国之职为灵

巫。根据高扬的《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日本屈原否定论者白川静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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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屈原之存在以及其对《楚辞》的著作权，并依照《楚辞》内容推断《楚辞》作者

为楚国巫祝团体。白川静的推断并没有确切证明，因此后来也遭到黄中模的反驳，

而黄中模之反驳依据亦是回到《楚辞》，以《楚辞》论证屈原为真正的作者（高扬，

1998：45-48）。从白川静与黄中模的论辩中，明显看出屈原其人存在与否、屈原

与《楚辞》的关系、屈原之形象等等问题，都是人们从《楚辞》内容而衍生出来的

假设与推论。 

文学是允许虚构与想象的，而历史是已经发生且不能改变的事实。屈原的历

史形象不完整，其文学形象却是浓墨重彩。汉、宋人对《楚辞》中的“屈原”有共

鸣，因而有意无意间便对照着此形象勾勒出历史上的“屈原”。汉、宋人并没有想

到《楚辞》里头一直自吹自擂的可能是虚构的人物，或者是夸张化的形象。即便是

指责过屈原“露才扬己”的批屈派，也只是意识到屈原之张扬，却没想到过这可能

是虚构出来的“张扬”。郭沫若等几位大家延续了汉、宋人所诠释的“忠君爱国”

的屈原形象，将屈原定位成“爱国主义诗人”，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论著更毫不吝啬

地将“伟大”这个褒义词用在屈原身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屈原的历史与文学形

象经历过各式各样文人的衍生与重塑，两者之间已经看不到界线。如此情况存在千

年之久，一般人难以察觉其中问题所在，可即便是古今楚辞界翘楚也不以为意。强

行去切割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无论是属于历史形象或是文学形象，如今为人所知

的“屈原”已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一环。唯其不可否认，屈原确实是古今文人一步

一步勾勒出来的“箭垛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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